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卵巢癌患者医患共同决策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林梦,赵益

摘要:目的
 

了解卵巢癌患者医患共同决策现状,分析影响因素,为针对性干预提供参考。方法
 

采用一般资料调查问卷、中文版患

者参与治疗决策态度问卷和决策困境量表对205例卵巢癌患者进行调查。结果
 

卵巢癌患者参与治疗决策态度总均分为2.39±
0.57,决策困境总分为34.23±5.79;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年龄、首次治疗、决策困境是参与治疗决策态度的主要影响因素(均

P<0.05)。结论
 

卵巢癌患者参与医患共同决策态度积极,决策困境呈中等偏上水平;医护人员应针对影响因素提供个体化指

导,以降低患者决策困境,提高患者共同决策参与度。
关键词:卵巢癌; 医患共同决策; 决策态度; 决策困境; 影响因素; 调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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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urrent
 

state
 

of
 

shared
 

decision-making
 

(SDM)
 

in
 

patients
 

with
 

ovarian
 

cancer,
 

to
 

analyz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argeted
 

intervention.
 

Methods
 

Totally,
 

205
 

patients
 

with
 

ovarian
 

cancer
 

com-
pleted

 

a
 

demographic
 

data
 

questionnaire,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Patient
 

Participation
 

in
 

Decision
 

Making
 

Regarding
 

Treatment
 

and
 

Nursing
 

Care
 

Research
 

Questionnaire
 

and
 

the
 

Decisional
 

Conflict
 

Scale.
 

Results
 

The
 

total
 

score
 

of
 

attitude
 

of
 

ovarian
 

cancer
 

pa-
tients

 

to
 

participation
 

in
 

treatment
 

decision-making
 

was
 

(2.39±0.57)
 

and
 

the
 

total
 

score
 

of
 

decisional
 

conflict
 

was
 

(34.23±
5.79).

 

Logistic
 

analysis
 

showed
 

that
 

age,
 

first
 

treatment
 

and
 

decisional
 

conflict
 

were
 

factors
 

affecting
 

attitude
 

to
 

participation
 

in
 

treatment
 

decision-making
 

(all
 

P<0.05).
 

Conclusion
 

Patients
 

with
 

ovarian
 

cancer
 

have
 

a
 

positive
 

attitude
 

to
 

participation
 

in
 

SDM,
 

and
 

their
 

decisional
 

conflict
 

is
 

at
 

moderate
 

to
 

high
 

level.
 

Medical
 

staff
 

should
 

provide
 

individualized
 

guidance
 

for
 

patients
 

according
 

to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so
 

as
 

to
 

reduce
 

their
 

decisional
 

conflict
 

and
 

enhance
 

their
 

participation
 

in
 

SDM.
Key

 

words:
 

ovarian
 

cancer; shared
 

decision-making; decision
 

attitude; decisional
 

conflict; influencing
 

factors; investiga-
tion

 

and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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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卵巢癌是妇科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因其初期常

无特异性表现,故多数患者确诊时已属晚期,近几年

其发病率及病死率都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1-2]。临床

上对于晚期卵巢癌患者主要以手术治疗和化疗为主,
随着医疗技术水平的发展,新辅助化疗、介入治疗、靶
向治疗也不断应用于临床[3]。治疗方式的多样化、医
学知识的专业性让患者和家属在面对治疗方案时充

满了无助与困惑。医患共同决策能够解决患者由于

知识缺乏所造成的决策困境,提升患者就医体验,提
高患者的生存质量[4-7]。在一项针对社会人群的调查

发现,人们在决策意愿上存在很大差异,医务人员不

应假定患者希望参与临床决策,应在评估患者决策意

愿后再制定相应方案[8],同时也有学者认为患者参与

治疗决策的意愿受到多种因素影响[9]。因此,了解患

者参与治疗决策的真实意愿对于进一步开展、推动医

患共同决策具有重要意义。考虑到肿瘤异质性的因

素,本研究选择病死率高且治疗方案复杂的卵巢癌患

者为研究对象,了解其对于医患共同决策的参与意愿

及困境并分析影响因素,以期为我国医患共同决策在

卵巢癌患者中的开展提供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用便利抽样的方法,于2022年3~6
月选取北京某三级甲等综合医院确诊为卵巢恶性肿

瘤的患者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①年龄18~70岁;
②首次病理确诊为卵巢恶性肿瘤,知晓诊断;③已住

院治疗;④理解能力正常,无沟通障碍;⑤患者及家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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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本研究知情同意,自愿参加。排除标准:①既往参

与过类似研究;②严重认知障碍或精神障碍。根据量

表以及统计学中多因素分析样本量估算要求,样本量

应至少为变量个数的5~10倍[10]。本研究涉及变量

个数为28个,考虑20%失访率,样本量最少需要175
例。有效调查患者205例,年龄35~69(54.40±
8.50)岁;已婚190例,未婚5例,离异或丧偶10例;
工人32例,农民35例,事业单位工作人员33例,自
由职业者37例,退休33例,其他35例;家庭月收

入<5
 

000元16例,5
 

000~10
 

000元111例,>
10

 

000元78例;居住在城市115例,农村90例;手术

治疗71例,化疗109例,靶向治疗17例,其他方案8
例;肿瘤分期Ⅰ~Ⅱ期33例,Ⅲ期131例,Ⅳ期41
例。
1.2 方法

1.2.1 调查工具 ①一般资料调查问卷。自行设

计,内容包括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职业、家庭月

收入等。②患者参与治疗护理决策问卷(Patient
 

Par-
ticipation

 

in
 

Decision
 

Making
 

Regarding
 

Treatment
 

and
 

Nursing
 

Care
 

Research
 

Questionnaire)。 由

Sainio等[11]编制,马丽莉[12]将其汉化,共12个条目,
分为参与治疗决策态度和参与程度2类问答即2个

分问卷。本研究采用患者参与治疗决策态度分问卷,
条目采用3级评分法,1分表示患者认为参与治疗决

策不重要,2分表示不太重要,3分表示重要;得分越

高代表参与态度越积极。条目均分≥1.5分为态度

积极,<1.5分为态度消极。有学者将此问卷应用于

肝癌患者并进行信度和效度检验,参与态度部分

Cronbach's
 

α系数为0.904,各条目CVI 值均在0.8
以上[13],可作为本研究的研究工具。③决策困境量

表(Decisional
 

Confict
 

Scale,DCS)。由 O'Connor[14]

编制,李玉[15]汉化,包含信息提供(3个条目)、价值观

(3个条目)、社会支持(3个条目)、不确定性(3个条

目)、决策有效性(4个条目)5个维度共16个条目,采
用Likert

 

5级评分(0~4分),得分越高说明患者决策

困境越大。将各维度得分及量表总分均换算为百分

制,总分为0~100分,<25.0分说明决策有效,不存

在决策困境;25.0~37.5分说明存在决策困境,决策

困境处于中等水平;>37.5分说明存在决策拖延或

不缺定,决策困境处于高等水平[16]。汉化版量表

Cronbach's
 

α系数为0.897,CVI为0.950[15]。
1.2.2 资料收集方法 由研究者向患者讲解本调查

的目的和注意事项,征得患者同意后发放问卷,采用

统一指导语,患者现场填写(如患者不清楚治疗方案,
待医护人员告知,后延填写决策困境量表),当场收

回。共回收问卷210份,剔除无效问卷5份,获得有

效问卷205份,有效回收率为97.62%。
1.2.3 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录入Excel软件,导

入SPSS20.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行描述性分析,χ2

检验、Fisher精确概率法、Pearson相关性分析、logis-
tic回归分析,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

2.1 卵巢癌患者参与治疗决策态度得分 卵巢癌患

者参与治疗决策态度总分为2.39±0.57,总体呈积

极态度,其中态度积极163例,占79.51%;态度消极

42例,占20.49%。患者参与治疗决策态度各条目得

分,见表1。
表1 患者参与治疗决策态度各条目得分(n=205)

条 目 得分(x±s)
1.我希望参与治疗方案的讨论 2.45±0.78
2.在有关治疗问题上,我希望表达自己的看法 2.48±0.78
3.在有关治疗问题上,希望医生护士能听取我的意见 2.46±0.79
4.希望在开始治疗前征询我的意见 2.45±0.79
5.希望向我提出各种治疗选择方案 2.51±0.77
6.希望根据我的建议确定治疗方案 2.50±0.78
7.希望鼓励我参与治疗方案的选择 2.52±0.77
8.希望由我在各种治疗方案中选择 2.34±0.67
9.希望我的愿望能够在治疗方案确定过程中得到关注 2.43±0.79
10.我希望与医务人员共同决定我的治疗方案 2.44±0.81
11.我希望自己决定治疗方案 1.91±0.73
12.我希望医生决定我的治疗方案 2.20±0.76

  

2.2 卵巢癌患者参与治疗决策态度的单因素分析 
将10个项目进行治疗决策态度单因素分析。结果不

同婚姻状况、职业、家庭月收入、居住地、治疗方式、疾
病分期在治疗决策态度得分上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均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项目见表2。
 

表2 卵巢癌患者参与治疗决策态度的单因素分析 例

项目 例数
态度积极

(n=163)
 

态度消极

(n=42)
χ2 P

年龄(岁) - <0.001
 35~ 22 20 2
 40~ 21 14 7
 50~ 113 102 11
 60~69 49 27 22
文化程度 13.215 0.004
 初中及以下 30 18 12
 中专/高中 83 64 19
 大专/本科 81 73 8
 硕士及以上 11 8 3
病程(月) 16.238 0.001
 ≤6 58 52 6
 7~ 51 45 6
 12~24 50 38 12
 >24 46 28 18
首次治疗 5.045 0.025
 是 100 86 14
 否 105 77 28

2.3 卵巢癌患者决策困境得分及与治疗决策态度的

相关性分析 卵巢癌患者决策困境总分为34.23±
5.79,信息提供维度得分37.85±11.59,价值观维度

得分45.33±12.08,社会支持维度得分2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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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6,不确定性维度得分30.61±12.09,决策有效

性得分为30.18±9.29。决策困境总分与决策态度

总分的相关性系数(r)=-0.197,P=0.005,说明两

者存在负相关关系。
2.4 影响卵巢癌患者参与治疗决策态度的多因素分

析 以参与态度为因变量(消极=0,积极=1),单因

素分析中有统计学差异的项目及决策困境得分为自

变量进 行 二 分 类logistic回 归 分 析。结 果 仅 年 龄

(35~岁=0,40~岁=1,50~岁=2,60~69岁=3;
以35~岁为参照)、决策困境(<25.0分=0,25.0~
37.5分=1,>37.5分=2;以<25.0分为参照)、首
次治疗(是=0,否=1)有统计学意义,见表3。

表3 影响卵巢癌患者参与治疗决策态度的

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n=205)

变量 β SE Waldχ2 P OR 95%CI
常量 3.626 1.08311.2110.00137.567 -
年龄 - - 22.6900.000 - -
年龄(1) -1.816 0.927 3.8330.050 0.163 0.026,1.002
年龄(2) 0.095 0.848 0.0130.911 1.100 0.209,5.798
年龄(3) -1.814 0.841 4.6590.031 0.163 0.031,0.846
决策困境 - - 8.6170.013 - -
决策困境(1)-0.644 0.848 0.5770.448 0.525 0.100,2.767
决策困境(2)-1.779 0.884 4.0510.044 0.169 0.030,0.954
首次治疗 -0.917 0.406 5.1180.024 0.400 0.180,0.885

3 讨论

3.1 卵巢癌患者参与治疗决策态度分析

3.1.1 卵巢癌患者参与治疗决策态度积极 本研究

中50~岁女性占55.1%,与我国卵巢癌高发年龄段

一致[17],病程从6个月以内至24个月以上,治疗方式

涵盖了卵巢癌的主要治疗手段(手术、化疗和靶向治

疗)[18],疾病分期包括卵巢癌早期和晚期患者,样本

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本研究中近80%的卵巢癌患者

对参与治疗决策态度积极,这与陈婷[19]对结直肠癌

患者的调查结果相近。卵巢癌患者参与治疗决策意

愿强烈,因此,在医护患共同决策过程中,医护人员应

鼓励患者说出自己的想法与诉求,以满足患者参与治

疗决策意愿。
3.1.2 卵巢癌患者更希望与专业人员共同进行治疗

决策 本次研究发现,虽然卵巢癌患者参与医患共同

决策过程积极,但是在最终决策时更倾向于与医生共

同决定(63.90%)或由医生代为决定(40.49%),这与

缪爱云[13]在2015年对肝癌患者的研究有所不同

(73%患者希望与医生共同决定治疗方案,88.6%患

者希望医生决定治疗方案),可见对于卵巢癌患者而

言无论是与专业人员共同决定或是由专业人员代为

决定的比例均有所下降,可见“家长式”医疗模式正在

悄然转变为“合作型”医疗模式,与近些年我国民众认

知水平和对医疗需求的不断提高有关。同时这也提

示虽然患者的参与意愿在逐步提升,但这并不一定代

表其希望由自己做出最终决策。

3.2 卵巢癌患者参与治疗决策态度的影响因素

3.2.1 年龄 在本研究中,小于40岁的女性对参与

医患共同决策态度更积极(P<0.05)。原因可能为

此年龄段女性正处于人生的黄金阶段,在社会工作和

家庭生活中都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学习能力与态

度均处于高峰时期,在此阶段罹患癌症,对于其自身

和家庭而言都是重大事件,其渴望获得更多、更加专

业的医疗知识,同时也希望参与到自身治疗的决策中

去。这提示在之后开展医患共同决策的过程中,应根

据年龄段更加有针对性地制定干预策略,以提高患者

参与治疗决策程度。
3.2.2 首次治疗 本研究显示,首次治疗患者较非

首次治疗患者参与态度更积极(P<0.05),这与学者

对结直肠癌患者的调查结果一致[19]。究其原因为首

次治疗患者多为初次诊断患者,对于疾病相关信息的

需求较大且在治疗过程中希望寻求更多的可能性,渴
望了解更多的治疗方法和治疗方式,医患共同决策更

加能够满足其需求,在弥补其专业知识不足的同时增

加患者的参与感,从而提高其参与意愿。
3.2.3 决策困境 本研究显示决策困境也是影响患

者决策态度的因素(P<0.05),决策困境处于高等水

平的患者较无决策困境的患者参与态度消极。决策

困境会造成患者在决策过程中犹豫不决、摇摆不定,
增加其决策难度,从而降低决策意愿。本研究中卵巢

癌患者决策困境总分为34.23±5.79,同时信息提

供、价值观、社会支持、不确定性以及决策有效性5个

维度得分均大于25.0分,说明卵巢癌患者决策困境

水平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且体现在多个方面。若想降

低患者的决策困境水平、提高患者的决策意愿可从这

5个维度着手。①社会支持维度。得分为28.54±
11.76,相较于其他4个维度,得分最低,提示大多数

患者在社会支持方面存在的困境较少。受中国传统

文化影响,家属也是共同决策者之一,有研究显示癌

症患者在求医行为相关的决策方面,倾向于家属决

策[20]。故在进行医患共同决策过程中,医务人员不

能忽视家属的参与作用。②信息提供维度。得分为

37.85±11.59,得分较高的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医

护人员对患者治疗方案的告知并不够清晰全面,从而

造成患者的决策困境;二是患者信息接收不全面或者

理解能力有限。这提示医护人员在对患者进行治疗

和疾病知识讲解时,要注意信息量的控制,可循序渐

进或分步骤传输给患者,以免造成患者因信息量过大

或医学知识过于专业而出现的接受困难。③价值观

维度。为5个维度中得分最高。究其原因,首先是卵

巢癌患者对于治疗方案的利弊不了解,从而影响其判

断和选择;其次是我国传统的“家长式”医疗模式依然

存在,在得知自己患病后,大多数患者会依赖医生的

想法,从而在疾病治疗过程中降低甚至是忽略对于自

身价值观及偏好的考量。医患共同决策最初由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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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目前在我国属于探索阶段,其理念中关键性一

点就是对患者价值观和偏好的重视,但是我国民众相

较于国外民众对于自身的价值观在治疗中的重视程

度明显不足,这种就医理念的不同也是医患共同决策

在我国开展和实施的难点之一。针对这种情况,临床

医护人员更应该重视和鼓励患者对于自身价值观的

表达,对于在治疗过程中不重视甚至是忽视自身价值

观的患者,应该进行帮助和指导。对于对自身价值观

不明确的患者,应该帮助其澄清。同时医患共同决策

理念引入我国不久,处于起步阶段。有研究显示,护
士对共享决策知识的掌握程度处于中等偏下水平且

实际行为欠缺[21],因此,应加强对医护人员的培训,
提高医护人员医患共同决策的认知和执行力,从根本

上降低患者的决策困境。
4 小结

本研究显示,卵巢癌患者参与医患共同决策态度

积极,决策困境呈中等偏上水平,希望与医护人员共

同决策。对此,应加强医护人员培训,提高医患共同

决策的认知与执行力;同时加强相关研究,如制作决

策辅助工具,包括宣传手册、问题清单等发放给患者,
使之能便捷地获得更多相关疾病与治疗信息,助力参

与治疗决策;可在首次治疗的年轻患者中开展实践,
推动医患共同决策在临床开展。医患共同决策需要

多方面共同参与,家属也是重要的参与者,但本研究

只纳入了患者,后续研究可增加家属同时进行研究;
本研究只选用了患者参与治疗决策态度问卷,后续研

究可同时考量患者参与态度及实际参与程度,从而获

得更加全面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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